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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治之：论新时代中国的
整体外交∗

孙德刚

　 　 【内容提要】 　 整体外交系指以中国为一方、以地区国家群体为另一方，在“１＋多”

框架下中国根据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推进整体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与政策。 它是双

边和多边外交的复合体，中国发挥体量优势，中小国家发挥数量优势，实现对等协商和

联合自强。 中国的整体外交具有复合性、协商性、垂直性和系统性，其本质特征是“合

而治之”，即空间向度的统一性、时间向度的规划性、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与合作机制的

联动性。 中国对整体外交进行差序化管理，分为地区组织型、首脑峰会型、战略论坛型

和经贸合作型四类。 中国着眼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大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在整体外交中妥善处理中国增量与其他大国存量的关系以及主机制与次机

制的关系，构建开放的地区主义，避免中小国家群体对传统大国的安全与发展路径依

赖，推动地区合作从“中心—边缘”结构转向更加均衡的“去中心化”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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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

全球伙伴关系网。 在全球外交布局过程中，中国一方面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韩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大国加强双边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开展多边合作，包括在

全球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次区域国际组织

（如海湾合作委员会）三个层面开展多边外交。

中国与地区国家通过平等协商和共同倡议建立合作平台，标志着中国以地缘为板

块开展整体合作已从构想走向实践，推动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完

善。 在“建章立制”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国际机制的习得者和接受者，而且是地区倡议

的发起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学界已开始关注中国与地区国家开展的整体合作现象，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

果。 第一派为“系统哲学论”，认为中国与地区组织成员国开展整体合作源于中国的

系统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系统哲学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理论，用阴阳说明其对立统

一，用五行说明其相辅相成的关系，不但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而且认为人的机体与

精神、人与自然也是一个整体，即“形神合一”和“天人合一”。① 中国政治家和学者

把国际社会看作与人体一样的统一整体，认为每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应在一

个系统内加以综合治理。 杨洁勉在分析中国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时认为，中国的

“乘势”和“造势”是基于对形势客观分析之上的主动，也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做出的

战略部署，更是体现了中国外交哲学中的整体和联动思维。② 苏浩、周帅主张用亚洲

的“整体外交”理念代替“周边外交”概念，认为国际关系经历了古代的“大陆时代”和

近代以来的“海洋时代”后，即将进入“新大陆时代”。 中国在亚洲大陆努力构建由内

而外的跨境合作“镶边外交”、双边合作的“２＋１”模式、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区域一体化

框架，进而将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盟）和中蒙俄协作衔接起来，形成东西南北环环相扣的“四环外交”，将亚洲区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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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整合成一个大框架和大系统。①

第二派为“外交效率论”，认为中国与中小国家的整体合作以提高中国外交效率

为出发点。 有学者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拉美区域合作为例，认为中国的出发点是在

多边框架下开展与中小国家的群体外交；中国作为大国，必须克服外事部门多、协调

难、统筹少、功能重叠、效率低下、部门利益超越国家整体利益等问题。② 同时，中国难

以兼顾对所有中小国家的外交，故以地区合作论坛为平台，开展整体合作，实现“全覆

盖”。 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建立多边关系方面展现出极大的政策主动性，通过跨

区域整体合作，达到“既节约外交资源又提高合作效率”的政策目标。③ 如２０１２ 年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启动以来，以中国为一方、以中东欧 １６ 国（希腊加

入后为 １７ 国）为另一方，中国通过这一平台开展整体合作，它不是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双边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以定期会议、论坛和多领域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复合交

往平台，基于对等和民主协商原则提高中国外交的效率，充实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④

第三派为“集体对话论”，强调整体合作的多重属性。 关于中国与地区国家的整

体合作，国内外学者常用“多边外交” “地区论坛外交” “整体合作外交” “周边外交”

“区域间合作外交”等来描述这种整体合作行为，⑤其中有些学者提出了“区域机制模

式论”“集体对话外交”等概念来解读中国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现象，认为整体合作

是对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有机整合，既强调外交互动的“双边”形式，又兼顾参与主

体的“多元”构成。 这种外交类型具有更加清晰、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体现了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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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性和互动性。① 涂志明和张凯认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非在民族解放运

动、反帝和反殖方面有整体合作，但真正制度化的跨区域整体合作则是在 ２０００ 年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之后出现的。 中非跨区域集体合作通过协商形成了具有中国元素的原

则、规范和理念，其载体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中

国与非洲联盟（非盟）的互动以及中国与非洲次地区组织的互动。②

第四派为“南南合作论”，强调中国的整体合作旨在探索欠发达国家群体互联互

通的模式。 这些学者从南南合作的视角，研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合作范式，

认为中国与欠发达地区的整体合作以规范内化为基础、以共同进步为目标、以发展中

国家为共同身份、以软性机制建设为载体，不仅是“南南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和丰富，而且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发起和参

与的各类多边机制发展程度差异甚大，但都凸显了互利性、战略性、机制性和规划

性。③ 何晓静提出了中国与南方国家整体合作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毛泽东时

期，中国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通过联合发展中国家来实现政治突围。 第二阶段为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期，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合作来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阶段为“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奋发有为，通过主动塑造来推

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整体性合作。④ 刘鸿武、林晨从中非整体合作出发，认为中非

双方能够立足自身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合作构建一种新型、具有自主意识并保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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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第 ７—８页；罗建波：《如何推进中国对非多边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６年第 １１期，第 ２４页；孙德刚：《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６期，第 ３０—３９页。

何晓静：《南南合作视野下的中拉论坛》，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６２—６３ 页；孙德刚：《论新时
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第 ２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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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协同的战略合作结构，形塑一种以发展为导向、合作共赢的新型“南南”关系，这对

中国外交的民族精神成长与大国风格的形成起到推进作用。①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与地区国家整体合作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总体上做到了学理

研究和政策研究有机结合，且概念阐释、逻辑推理和案例分析大多建立在详细数据之

上，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前瞻性，但仍有以下问题尚未得到解答。

首先，地区国家在体量、政治制度、价值观、经济发展阶段和外交战略等方面差异

甚大，甚至有些地区组织严重退化，地区认同弱化，出现了“碎片化”和“颗粒化”现象，

但为什么中国仍在地区组织框架下积极开展整体合作，且不断提高整体合作强度？ 为

什么地区国家普遍愿意同中国开展整体合作？ 牛新春在讨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

时认为，阿拉伯世界经济一体化水平低，内部贸易和投资量少质次，跨国性经济发展规

划非常少，没有能力主导区域经济合作，故中阿实质性经济和安全合作应回归双边机

制，双边机制应是中阿关系的主渠道。② 但自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依

然在多边平台上谈合作，似乎未受西亚北非变局和阿拉伯世界“碎片化”的影响，甚至

双方在 ２０１８年将整体合作从“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合作论

坛的整体合作机制尽管面临各种主客观问题的挑战，但具有较强韧性，有力地推动了

双方的多边战略合作。 中国如何应对合作对象的差异性，如何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

上，通过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和其他多边协议增强整体合作？

其次，中国在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中如何实现战略对接和机制统筹。 中国与地

区国家群体的合作是一种特殊的“双边＋多边”混合模式，旨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如

所有东盟国家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且东盟整体与中国签署了《东

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２０２５》和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备忘录；上合组织根据《上海

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和《上海合作组织至 ２０２５ 年发展战略》两份战略性文

件，制定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以及海关合作计划、农业合作协定、科技合作协定、运输便利化协定、中欧班列建

设发展规划等一系列议题型规划。③ 中国如何在实践中统筹与地区国家的立体多维

合作机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 “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和“自下而上”的企业与社会

参与如何实现有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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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 ７０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第 ５０页。
牛新春：《关于中阿合作机制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第 ４５页。
李自国：《“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关系探究》，载《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５期，第 ９４—９５页。



二　 “１＋多”：中国整体外交的概念阐释

下文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中亚、中东、非洲、中东欧国家、欧洲联盟
（欧盟）和拉美共 ９ 个地区的整体合作为实例，考察中国与地区组织和国家群体开展
整体合作的概念、特征、类型与实践。 这些国家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了东盟、南
盟、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合组织、非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欧盟、中东欧 １７ 国、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共 ９ 个政治或经济集团。① 除欧盟外，其他 ８ 个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但发展潜力大，有望成
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② 中国和上述 ９ 个地区国家群体建立了合作机制，分别是：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１０＋１）、中国—南亚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
合作论坛、上合组织、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１７ ＋

１）、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和中国—拉共体论坛。 它们成为中国以地区组织为平台
与地区国家进行“整体合作”的重要合作机制，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
论内涵。

为研究需要，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整体外交界定为：以中国为一方、以
地区国家群体为另一方，在“１＋多”框架下，中国根据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推进整体合
作的外交理念、机制与政策。 根据这一定义，整体外交具有复合性、协商性、垂直性和
系统性。 第一，复合性体现在它是双边和多边外交的复合体，合作主体是“１＋多”：中
国是“１”，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挥体量优势；中小国家是“多”，综合实力较弱，但在
地缘上相对集中，可以发挥数量优势。③ 第二，协商性体现在中国与地区国家本着平
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建立对等关系，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形成非强制性、非排他性
“软法”，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垂直性体现在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在外交外事中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多元主体的协调能力，做到“多边谈合作、
双边谈落实”。 第四，系统性体现在中国着眼于同地区国家群体的整体、宏观、面向未
来的全面合作进行战略设计。 众所周知，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是整体存在的基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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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将这 ９个地区全部纳入考察范围，有利于从宏观上审视中国整体合作的全球布局并做跨区域对比研究。
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新时代”———专指 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考虑到政策的延续

性，实例分析有可能溯及 ２０１３年之前。
中国参与的金砖国家峰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

会议等，不属于中国与地区国家“１＋多”的合作模式，故不在本文“整体外交”的讨论范围；上合组织尽管是多边机
制，且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并非中亚成员国，但是该组织的合作重点是中亚，成为中国开展对四个中亚邻国整
体合作的唯一重要平台，是中国嵌入式的“１＋多”合作模式，故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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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但整体不一定等于部分之和。 整体既可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效应，也

可能由于系统的约束与整合不力而出现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结果。① 故中国与地区

国家的合作基于双边又超越双边，具有系统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与地区国家群体之间的关系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

而欧美国家影响地区中小国家还可依靠军事（如结盟和军事一体化）、政治（如输出民

主价值观）和宗教（如传播宗教文化）等综合手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欧洲大国在

亚非拉的殖民统治、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治理、美国在拉美的门罗主义、西方遍布全球的

军事基地、印度与南亚国家的文化纽带等都成为这些大国维持地区主导权的有利历史

因素，因此上述大国的地区影响力具有“存量”优势。 中国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总

体上缺乏历史纵深，中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增量上，巨额的双边贸易、不断增加的海外

投资、日益增长的科技创新力和较少的历史包袱使中国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可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合力。

中国整体外交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富有时代气息的外交战略，具

有中庸整体观、集中统一观与互利共生观三个理念。 首先，在哲学理念上，整体外交源

于中庸整体观，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孟子云：“大而化之谓之圣。”中国的整体外交

强调从大处着眼、谋篇布局，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一致性，即人与自然是

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需要从整体上去思维和把握全局。② 以整体观规划外交与中国

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因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东方的整

体观与西方的局部观。③ 换言之，东方主张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合二为一”，西

方主张“一分为二”。 东西方关于哲学方法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元整体”（万物本源于

一）与“合整体”（万物本源于多）的差别。 作为一种方法论，中国的整体观念代表探索

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④ 相比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天

人合一”寻求构建一种多元统一的治理体系，有利于从宏观上整齐划一、整体推进。⑤

中庸作为一种整体观念，强调在行动中的主体性，即用全面和平衡的眼光来审视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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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帆：《复杂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 ９期，第 １５０页。
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具有拟人化与想象的“自然神秘主义”色

彩，是宗教信念和政治期待的一种特殊寄寓方式。 参见景海峰：《“天人合一”观念的三种诠释模式》，载《哲学研
究》，２０１４年第 ９期，第 ３４页。

王帆：《复杂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 ９期，第 １５０页。
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载《医学与哲学》，２００２年第 ４期，第 ４５页；夏永莉：《关于

中医整体观念的哲学思考》，载《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第 １０２４页。
张程：《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及化解之道》，载《红旗文稿》，２０１７年第 １７期，第 ３４页。



的发展，这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①

根据中庸整体观的思想，宇宙整体是基础，个人以及社会整体必须统一于宇宙整

体。 因此，个人和社会就存在着实现与宇宙整体统一的问题，使“人与天相合”。 与西

方进入中世纪后不再重视个人融入整体而是引导人们信仰上帝不同，中国主张个体融

入去宗教化和世俗的家庭、国家和天下整体，它是传统价值观一以贯之的观念、精神和

显著特色。 中庸提出的一整套整体思想旨在处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即通过个体

融入不同层次的社会整体，使个体逐步社会化，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②

其次，在决策理念上，新时代中国的“集中统一观”促进了整体外交自上而下传导

机制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了中

国的整体外交。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被更高级别、更具权威的国家安全委

员会代替，中央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进行更高层级的统筹和领导。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中

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通过顶层设

计加强党中央对各涉外部门的统筹与领导。③

在外事工作中，中央角色定位的强化以及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能力的增强，提高

了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的能力和议事协调作用的发挥。 ２０１８ 年召开的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会议指出，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

发展变化，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④ 在对外援助方面，２０１８年 ４月“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挂牌，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

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尤其是商务部和外交部等进一步加强统筹，

告别以往部门分散、对外援助多头无序的局面，有助于上传下达和整体外交的推进。

最后，在合作理念上，中国整体外交的“互利共生观”丰富了区域合作的内涵。 西

方大国倾向于将自己内部秩序的组织原则转化为一种带有扩张性和干涉色彩的普遍

主义原则，去组织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⑤ 其结果是，地区国家往往被纳入西方大

国的发展轨道，形成“中心—边缘”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 例如拉美作为整体合

作的对接方，在本地区一体化不断发展和区域内各国整体实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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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青觉：《中庸理性：多民族事务治理的中国经验》，载《中国民族报》，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２１日。
江畅：《中国传统的整体观念及其现实意义》，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２—１３７页。
Ｗｅｉｘｉｎｇ Ｈｕ，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 Ｂｉｇ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ＮＳＣ），” ｐｐ．１７１－１７２；苏晓晖：《“一带一路”凸显中国影响力》，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６日。
王猛：《“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传承与担当》，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第 ３５—３６页。
苏长和：《世界秩序之争中的“一”与“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第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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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与美国和欧盟开展更为平等的对话与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由于美拉和欧
拉整体合作的不对称性长期存在，实力较弱的拉美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被动状
态。 美拉和欧拉整体合作进程的节奏主要掌握在美国和欧盟手中。①

新时代中国对地区国家群体的整体外交凸显“互利共生”理念。 其一，它不赞成西
方的“中心主义”和“再中心化”，而是追求“去中心化”———不是一方将另一方纳入发展
轨道，而是通过发展战略对接将对方纳入彼此的发展轨道———形成类似于“阴”和“阳”
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助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构建均衡的全球价值链。 其二，中
国与欧美大国的国际合作观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努力构建开放的地区主义，表现为弱
机制化、灵活务实的多边合作、较高的开放度、与其他地区论坛和组织的高度兼容性
等。② 中国的整体外交更富有弹性，本着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形成的多边合作协议通
常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软法”，③以“找朋友”而不是“找敌人”为内在逻辑，旨在与
发展中国家建立非排他性合作网络。 如中国一直强调发挥上合组织在非传统安全与区
域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避免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 其三，整体外交促进了中
国与地区国家共同体意识的产生，是一种社会化过程。 在相互社会习得的过程中，中国
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国际合作观念会影响对象国群体，对象国群体反过来也会对中国产生
影响，这是一种嵌入式的、以合作机制建设和形成软法规范为标志的社会化过程。④

三　 “合而治之”：中国整体外交的特征分析

中国的整体外交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不是一种静态模式，而是不断调适的动
态过程，“合而治之”贯穿始终———中国外交的鲜明特征是将地区国家视为“板块”，开
展整体合作。 改革开放前，中国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两大意识形态板
块，于 １９５７年提出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重点：首先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强团结；其
次与亚、非、拉及北欧部分国家建立关系；最后处理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⑤ 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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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楼项飞：《美国、欧盟对拉美整体合作的差异性比较》，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第 ９１页。
关于中国的地区主义概念与特征，可参见 Ａｋｉｒａ Ｓｕｅｈｉｒ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０７－１３１。

Ｊａｋｕｂ Ｊａｋóｂｏｗｓｋ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６＋１， ＦＯＣＡＣ， ａｎｄ ＣＣＦ，” ｐ．６５９．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
Ｓｐｈｅｒｅ’，” ｐ．１５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
第 ２８８页。



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在 １９５４ 年“中间地带”的基础上于 １９６３ 年提出了“两个中间
地带”（即亚非拉和欧洲），并于 １９７４ 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①这些都体现出“战
争与革命”时期中国的整体外交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导向型整体外交理念以社会主
义阵营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为合作重点，与新时代以互利共赢为导向的全球整体外
交理念具有内在延续性。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更加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邓小平于 １９８２
年提出中国外交新任务：“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
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②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出全球
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经济）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③也凸显了中国简约化的

整体外交思想。 此后，江泽民提出的“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胡锦涛倡导的“构
建和谐世界”理念，也都体现出改革开放以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线的中国整体外交
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进入以 ５Ｇ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时期，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的全方位联系日益密切，
综合国力稳步提高。 中国的实力不仅体现在体量上，而且体现在增量上。 ２０１９ 年中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向着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出了
关键一步。 中国成为世界上 １２０ 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一大能源进口
地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已与 １３７ 个国家和 ３０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１９７ 份“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④ 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和对外经济依存度的增加带来了政治身份的变化

与外交布局的调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
中国合而治之、在全球布局整体外交成为可能。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上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布局。 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⑤

在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过程中，中国外交从“经略周边”转向“全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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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美苏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第二世界，广大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参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６００—６０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 ４１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１０５页。
《中国已与 １３７个国家、３０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１９７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１１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５２４９０．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８日。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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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并在此过程中努力探索一条国际合作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近代西方发达国

家的霸权治理道路，也有别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的区域治理道路，其鲜

明特色是快速发展的中国趋利避害，利用内外部优势和主客观条件，在地区组织框架

内“规划”与区域国家群体的关系，实现全球布局，从“顺势”转向“谋势”，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２０１８年 ６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外交思想主要包括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促进了顶层设计、内外统筹、战略谋划和综合施策，推动了中国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

交，其核心特点是“合而治之”。

这里的“合而治之”包含四个维度，即空间向度的统一性（把对象国群体视为一个

整体）、时间向度的规划性（中国与对象国群体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协商制定中长期合

作规划）、合作领域的广泛性（推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全方位合作）以及合作机

制的联动性（实现各部委、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相互配合）。

图 １　 中国整体外交中“合而治之”的四个维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一，空间向度的统一性。 中国的“合而治之”理念首先表现为在空间范围内促

进地区国家的团结与统一上，这里“合”的对象是地区国家群体。 世界多极化格局不

仅符合时代潮流的大势，而且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乐见地区国家联合自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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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５日。



地区国家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成员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发展阶段

和对外战略各不相同，但是中国从求同存异和多元包容的角度出发，在地区合作平台

提出安全与发展倡议，追求整体利益，助力世界多极化发展。① 通过与东盟、上合组

织、南盟、南太平洋国家、非盟、阿盟、中东欧、欧盟、拉共体的整体合作，中国不仅增强

了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水平，而且为对象国群体的战略互动提供了新平台，尤其使

相关国家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中利用新机制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增强了对象国的集

体认同感，缩小了潜在冲突国家之间的分歧，如印度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与卡塔

尔、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等。 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化建设促进了全体阿拉伯国家对巴

勒斯坦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也为阿盟内部开展对话提供了新平台，增强了阿盟的集体

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②

中国的整体外交旨在通过“合而治之”促进对象国群体的团结，并在更大范围内

促进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团结和统一。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是一句政治口

号，也是中国外交的理想追求。 它突出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独特的

外交理念，即通过区域共同体建设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相比之下，西方大国的“分而治之”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群体碎片化和地缘政

治争夺白热化。 如美国采取多轨政策，把中东国家分为不同层级，包括在北约框架下

与土耳其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对外援助法案》框架下认定以色列、巴林、埃及、约旦、

科威特、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富汗为“非北约盟友”；通过军售与沙特阿拉伯等形成特

殊军事关系，通过海外军事基地与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吉布

提等建立特殊政治关系。③ 美国对伊朗领导的“抵抗联盟”实施超级遏制战略，其结果

是加剧了地区纷争和碎片化。

第二，时间向度的规划性。 中国的整体外交强调近期、中期和远期合作目标相

结合，通过协商出台战略规划，层层递进，为增进战略互信、预防不确定性、形成共有

规范、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奠定基础，这里“合”的对象是“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

在开展对地区国家群体的整体外交中，中国设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驻中阿

合作论坛事务大使、驻东盟大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中国—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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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９， 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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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等，为规划、落实中国与地区国家群体的中长期整体合作做

好了准备。

中国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 在国家建设方面，中

国自 １９５３ 年开始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连续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计划” ，１９８７ 年制定

“三步走宏伟目标” ，２０１７ 年确定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在国际合作方面，

２０１５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提出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在对外战略上起到 “统领

作用”。①

与其他大国政党轮替、对外政策朝令夕改不同，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具稳定性

和可预期性，也更有执行力。 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中国

对非洲政策文件》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

件》等官方白皮书，中阿合作论坛确立了“１＋２＋３”合作框架，中拉论坛确立了“ １＋

３＋６”合作框架，为中国对地区国家开展整体外交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② 中国在

与地区国家举行元首峰会、政府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后，双方通常会制订相应

的行动计划，如《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 《中阿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

行计划》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 《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行动纲领》

（２０１９ 年）等。

中国与地区国家的中长期合作战略对接通常表现为短期目标对接中长期目

标，议题型规划对接战略性规划。 例如中国与东盟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３０ 年愿景》指导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２０２５》

的对接，２０１９ 年双方发表《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

规划 ２０２５〉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还在具体议题领域签订并积极落实《中

国—东盟健康丝绸之路人才培养项目（２０２０—２０２２）》等。③ 这些都是中国整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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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ＮＡＦＴＡ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２０．

此外，２００３年发表的《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关于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第
１６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纪念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１０ 周年联合声明》《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等都是双方战略对接的纲领性文件。 参见韩正：《共建
“一带一路”共绘合作愿景 携手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２日。



规划的体现。

２０１５年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非洲梦相

结合，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非洲《２０６３年议程》所设定的目标对接，①也彰显

了中国对非整体外交在时间向度上的延续性。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了

“八大行动”，也是指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顶层设计，把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２０６３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对接。② ２０１３ 年制

定的《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战略规划》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现阶段的落实确定了具

体目标。③

第三，合作领域的广泛性。 中国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主要表现在经贸领域的增

量优势，通过“议题联系”与对象国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这里“合”的对象是经济、政

治、安全和人文等诸多领域。④ 例如，中国是东盟、非盟和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是阿盟和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南盟、太平洋岛国、中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主

要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与上述国家群体的贸易额仍在不断增长。 中国以经贸合作为龙

头，通过议题联系带动与地区组织国家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涉及总体关系、政治安全、经济合作、社会文化、防务、非传统安全、

联合演习、反腐败、反恐、互联互通、贸易、投资、旅游、科技、人文、环保和卫生等数十个

领域。⑤ 在整体外交中，合作范围越广，相互依存度越高，稳定系数值越高，不确定性

就越小。

２０１５年版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也规划了中非全方位合作关系，包括高层交

往、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立法机构、政党、军队、地方政府、国际事务、工业化、农业、基础

设施、金融、投资便利化、资源、能源、海洋、发展援助、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减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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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ｇｚｚｄ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４７９６．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八大行动”内容解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ｉ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８８４２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５ 日。 另外，《中拉合作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９）》提出“十年内双边贸
易达到 ５０００亿美元、投资存量 ２５００亿美元”的目标，并对未来中拉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农
业、工业、科技、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做出了明确规划，参见王慧芝：《中拉论坛建设成就、问题及前景》，载《当
代世界》，２０１８年第 ９期，第 ５４页。

《中国同欧盟的关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 ／ １２０６＿６７９９３０ ／ ｓｂｇｘ＿
６７９９３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关于“议题联系”，可参见 Ｓｅｌｉｎａ Ｈ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ｉｖ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４２－１４３。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３０年愿景》，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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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旅游、人力资源、警务与维和等综合领域的合作。①

中拉论坛虽然起步较晚，但合作领域广泛，也通过经贸合作带动政治合作，从经贸

合作拓展至十多个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 ２０１６年《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专

门论述中拉全方位合作的重要性：“发挥好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
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等机制作用，举办好政党、法律、青年、智库、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企业家、农业、民间和地方友好等领域分论坛活动，办好中国—加勒比经贸

合作论坛，不断完善中拉论坛机制建设，在条件成熟时举行由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领
导人共同出席的峰会。”②

第四，合作机制的联动性。 这里“合”的对象是参与外交的多元主体。 中国特色

政治制度为建立相互联动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可能。 在中国，政府、人民代表大会
和司法机构都在党领导下开展工作，避免了党争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干扰，遵循整体和

合作协商的逻辑，而不是根据部分和对立的原则来设计。 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比对抗

式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解决内政与外交分离的难题，尤其是在外交中不是多元多头，
而是一致向外。③ 如国家林业局指出，中国的林业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坚持官民并举、管理有序、科学高效、上下配合、内外互动的林业国际合作体

系。④ 中国在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过程中，积极发挥各部委齐头并进、相互配合的
优势。 如中国和东盟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依靠政府

首脑峰会、部长级会议、高级别工作组等上下贯通的机制，实现双方各部委的功能对

接，整体推进具体项目落地。⑤

中国政府保持战略定力，提出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

党中央。 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令行禁止、步调一致。 中国的

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统筹协调，各有

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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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ｇｚｚｄ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４７９６．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中阿合作也超越了能源合作领域，２０１６ 年颁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列
举了新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高层交往、立法、政党、“一带一路”、产能、投资、贸易、新能源、基础设施、航空航
天、民用核能、金融、农业、科技、卫生、人文与宗教、文化、妇女、青年、地区安全、军事合作、反恐、领事保护等领域
的合作。 参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１４日。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０８－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４０３０３．ｈｔｍ，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苏长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第 １７页。
韦荣华：《林业外交———国家整体外交下的林业国际合作》，载《中国林业》，２００６年第 ８期（Ｂ），第 １４页。
翟崑：《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１５年：初步评估》，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８年第 ２４期，第 ２０页。



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① 中国坚持不结盟，立足自我、挖掘内部资源。 在

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不断丰富，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加，应对重

大国际危机的能力不断提高，这需要中国加强顶层设计，打好组合拳，整合各种资源，
避免对外交往过程中的无序化、碎片化和低效化。

在合作机制对接过程中，中国与对象国群体形成了常态化机制、功能性机制和
拓展型机制三类。 以中阿合作论坛为例，第一类包括部长级会议、高官会、高官级

战略对话、企业家大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艺术节、中阿新

闻合作论坛和中阿友好大会等；第二类包括妇女论坛和城市论坛等；第三类是在论
坛框架下拓展的新平台，这类机制充分调动地方（如宁夏“中阿博览会”）、部委和

企业积极性，丰富中阿整体合作内涵，如中阿农业论坛、中阿北斗论坛和中东安全
论坛等。

中国通过制度化安排促进中国与对象国各职能部门合作，从而实现精准项目对

接。 如《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强调机制统筹，发挥外交部政治磋商、经贸合作联（混）
合委员会和高层级经贸合作机制、科技混合委员会等双边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进一

步完善政府间对话与磋商机制。② 中非合作论坛将双方合作的战略目标与政策行为

逐渐规范化、系统化、常态化和精细化，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具体项目实施相对接，各届

论坛之间既有承接性又有变革性，凸显了中非合作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务实性。 中非
部长级会议、高官级后续会议、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民间论坛、青年

领导人论坛、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研讨会、媒体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法律论坛、

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和智库论坛等成为重要支撑。③

中拉论坛在 ２０１４年首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即明确了不同层级和领域的合作机制，

包括部长级会议、国家协调员会议、中拉“四驾马车”外长对话会及中拉农业部长论
坛、科技创新论坛、企业家高峰会、智库交流论坛、青年政治家论坛、基础设施合作论

坛、民间友好论坛和政党论坛等。④ 经过六年的发展，这些年轻的论坛已发挥整体平

台作用，对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讨论双边合作事宜提供了重要多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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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２５日。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ｇｚｚｄ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４７９６．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近年来，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不断拓展，包括民间、青年、卫生、媒体、减贫、法律、地方
合作、智库、农业、投资、金融、文化、环境等，参见 Ｆａｎｉｅ Ｈ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０８－１０９。

《中非合作论坛》，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ｃａｃ．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ｊｊ ／ ｌｔｊｚ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刘鸿武、林晨：《中非
关系 ７０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第 ５８、６５页。

《中国—拉共体论坛》，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ｙｊｚ ／ ｚｙｌｙｆｌ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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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治语境下，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是对立关系。 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中国共产党、政府、立法司法
机关和监察监督机构是一个逻辑上的整体，①有助于在内外统筹的“大外交”和“大外
事”中开展整体外交。 中国特色整体外交在实践层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促进了与地区
国家群体合作机制的联动。

四　 “合而治之”与中国整体外交的分类管理

中国的整体外交以“合而治之”的方式整体推进，寻求与地区国家群体建立不同
层级的合作关系，制定差别化的战略发展目标。 其最低目标是管控分歧、建立战略互
信、扩展伙伴关系；中间目标是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任务，维护与地区国家的政治、经
贸和全方位互利合作；更高目标是建立地区组织，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
与新安全观植入其中，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载体。

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对中亚国家的整体外交机制化程度最高，达到了国家元首
级，属于地区组织型；中国与东盟、欧盟、中东欧的整体合作机制化程度次之，达到了政
府首脑级，属于首脑峰会型；中国与阿盟、非盟、拉共体的整体外交属于部长级，机制化
程度处于第三层，属于战略论坛型；中国与南盟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最松散，处于第四
层，即经贸合作型。

第一，地区组织型。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整体合作内容最丰富、机制最完备，属于地
区组织型，合作领域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反恐、社会和文化等，形成了元首理事会、政
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以及紧急救灾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部、外交部、国防部、安全
部、总检察长和边防部门领导人会议等机制，同时上合组织成立成员国常驻代表、秘书
处、地区反恐机构等常设机构，②还形成了各种议题导向型合作机制，同联合国、独联
体、东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③ 经过近 ２０ 年发展，上合组织已实现了第一
和第二阶段目标，目前在朝第三个目标———实现区域整合———而努力，成功实现扩容，
成为较为成熟的地区组织。

第二，首脑峰会型。 中国对东盟、欧盟、中东欧的整体外交的机制化程度仅次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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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苏长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第 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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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织，属于首脑峰会型。 在这类整体外交中，中国已实现第一阶段目标，正在朝着第

二阶段目标努力。 双方政府首脑（总理）牵头，建立每年一度的政府首脑会议制度，其

他部委积极对接。 中国通过行政合作架设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桥梁，开展整体外交

时出访的团队已不局限于安全、军事和商贸部门的管理人员，而是扩大到货币、财政、

环境、能源、卫生、公安、农业、交通、司法、立法、人力资源、审计及地方等各个部门。 如

在历次中国与东盟的政府对话中，双方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会参与到对话和谈判

中。① 东盟—中国（１０＋１）合作机制和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合作机制合为一体，建立

了 ６７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大使级

会议（ＣＰＲ＋３）和工作组会议为支撑的合作体系。②

中国和欧盟迄今已建立 ７０余个磋商和对话机制，③也是首脑峰会型的重要实例。

中欧合作起步早、范围广、机制全。 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是中欧双方最高

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是中欧就宏观战略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的重

要平台，还包括欧盟轮值主席国与中国驻该国大使会议、中国外长与欧盟驻中国大使

的会议等，后者包括了军控与防扩散、亚洲事务磋商、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高级别磋商

等机制。④ 尽管中欧在政治和贸易上偶尔发生摩擦，但合作仍是主流，这主要是因为

双方合作机制较为完备。 目前中国对中东欧 １７ 国的整体外交由各国总理牵头，也属

于首脑峰会型。

第三，战略论坛型。 中非、中阿、中拉论坛处于第三梯队，属于战略论坛型。 中国

同非洲、阿拉伯和拉美同属发展中国家，不但有相同的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遭遇，而

且肩负着相似的发展经济、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 与东盟、欧盟和中东欧 １７国群体的

首脑（总理）牵头不同，中国对阿盟、非盟、拉共体的整体外交属于部长级。 各部委多

管齐下，加强合作论坛建设，如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的有 ２８ 家部委，参与中拉

论坛后续行动委员会的有 ４０家单位，包括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台办、发改委、教育部、

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交通部、水利部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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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３年第 ９期，第 ２１页。

《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合作》，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 ／ ｌｈｇ＿６８２５４２ ／
ｊｂｑｋ＿６８２５４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框架下也建立领导人会晤机制以及政策协
调、经贸、文化、教育、农业、交通、旅游、科技、卫生、智库、地方、青年等各领域合作平台，取得丰硕成果，涵盖政策
沟通、互联互通、经贸、金融和人文五大类，共 ２００余项具体成果。

《中国同欧盟的关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 ／ １２０６＿６７９９３０ ／ ｓｂｇｘ＿
６７９９３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中国同欧盟的关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 ／ １２０６＿６７９９３０ ／ ｓｂｇｘ＿
６７９９３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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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等。① 中国实力雄厚的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在深化落实中非、中阿和中拉整体合

作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央企相继承揽的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为对象国群体的发展增

添了活力，提高了对方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②

中拉关系的升级不但体现在政府高层互访层面，而且体现在中国与拉美次区域也

建立了新的合作机制，如中国与“安第斯共同体”建立政治磋商与合作机制，中国启动

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对话联络小组，被拉美接纳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成为拉

美一体化协会的首个亚洲观察员。③

第四，经贸合作型。 中国与南亚、南太平洋岛国的整体合作水平处于第四档，机制

化建设仍在探索阶段。 太平洋岛国论坛原名“南太平洋论坛”，现有澳大利亚、新西

兰、斐济、萨摩亚等 １８个成员国，建立了元首会议、会后对话会以及经济、外交、贸易部

长会议等机制。 中国设立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以增强与太平洋岛国

的联系。 由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尚未实现全面建交，加上澳大利亚将南太平洋视为

“后院”，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虽召开过总理级别的会议（２０１９年召开

的第三届属于副总理级），但远未实现机制化，且论坛每四年才举办一届。 这些岛国

经济体量小，且中国主要与建交国在经贸领域开展整体合作，整体外交缺乏必要的机

制作为支撑，一体化程度较低。

南盟成立于 １９８５年，目前有 ８个成员国，由领导人峰会、部长理事会等组成，直到

２００６年南盟第 ２７ 届部长理事会才审议通过南盟观察员指导原则，正式接纳中国为观

察员，并邀请中国出席第 １４届南盟峰会。④ 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南盟实际上是个松散组织，政治、经济和贸易一体化乏善可陈。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印度另

起炉灶组建“南亚增长四角”实际上将巴基斯坦等国排除在外，使南盟“空心化”。 印

度还担心中国在其“后院”将南亚中小国家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故防范中国与南亚

国家间的整体合作。 近年来，外交部、商务部和云南省共同发起中国—南亚合作论坛，

中国还建立了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中国—南亚博览会等经贸合作机制，试图促进与

南盟八国的经贸关系，但南盟作为中国对南亚集体合作的平台才刚刚起步，双方在政

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合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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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共体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成员名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ｆｃｂｗｙｈ ／ ｚｆ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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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集湘：《中央企业在对非洲整体外交中的独特优势》，载《建筑》，２０１０年第 ８期，第 １６—１７页。
王友明：《构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机遇、挑战及思路》，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第 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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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６６２ ／ ｚｇｈｇｚｚ＿６８２６６６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表 １　 中国对地区国家整体外交的分类管理
合作
区域

合作对象 开始时间 合作机制 级别
举办
频次

指导性文件
整体外交
类型

中亚 上合组织 ２００１年 上海合作组织
国家
元首级

每年
一届

《上海合作组织中
期发展战略规划》

地区
组织型

东南亚 东盟 １９９７年 中国—东盟（１０＋
１）领导人会议

政府
首脑级

每年
一届

《东南亚友好合作
条约》

首脑
峰会型

欧洲 欧盟 １９９８年 中国—欧盟领导
人会晤

政府
首脑级

每年
一次

《中国对欧盟政策
文件》（２０１８年）

首脑
峰会型

中东欧
中东欧
１７国 ２０１２年 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１７＋１）
政府
首脑级

每年
一次

《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布达佩斯纲
要》

首脑
峰会型

非洲 非盟 ２０００年 中非合作论坛 部长级
每三年
一届

《中国对非洲政策
文件》（２０１５年）

战略
论坛型

中东 阿盟 ２００４年 中阿合作论坛 部长级
每两年
一届

《中国对阿拉伯国
家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年）

战略
论坛型

拉美 拉共体 ２０１４年 中拉论坛 部长级
每三年
一届

《中国对拉美和加
勒比政策文件 》
（２０１６年）

战略
论坛型

南太
平洋

太平洋
岛国论坛

２００６年
中国—太平洋岛
国经济发展合作
论坛

政府
首脑级

每四年
一届

— 经贸
合作型

南亚
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

２０１８年 中国—南亚合作
论坛

部长级
每年
一届

— 经贸
合作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和地区组织》，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日。

注：迄今中非合作论坛已举办过三次领导人峰会。

五　 “合而治之”与中国整体外交的实践创新

中国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以主权利益和发展利益为两大抓手，积极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对地区国家群体的整体外交。 基于“合而治之”理念，中国开展整
体外交主要是处理好以下五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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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兼顾“中国增量”与“他国存量”。 除中国外，近年来其他利益攸关的大国也

重视以地区组织为平台开展整体外交。 如在与非盟进行整体合作的过程中，非洲—欧

洲首脑会议、法非首脑会议、英联邦首脑会议、英国非洲事务委员会、东京—非洲发展

国际会议、美非部长级会议、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经济合作论坛、南美—非洲

国家首脑会议、印度—非洲论坛、土耳其—非洲峰会等也很活跃，韩国和澳大利亚也与

非洲建立了整体合作关系。① 中国在与地区国家群体进行整体合作过程中避免了同

其他大国陷入零和博弈，而是兼顾各方利益，如美国在拉美、美日在东南亚、印度在南

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俄罗斯在中亚、欧盟在中东欧的利益等。

在东盟地区，美国成为中国开展整体外交的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在奥巴马“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印太战略”，加强在东盟国家的军事存在和南海“自由

航行行动”，并与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加大军事交流。 ２０１８ 年，特朗普签

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每年投入 １５ 亿美元用于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等领

域，以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地位，同时还在“国际军事援助计划”中列出 ２．９

亿美元用于加强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② 有鉴于此，中国对东盟的整体外交

充分考虑到各方的舒适度，力图避免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

在中亚地区，中国也兼顾其他大国利益。 各种安全机制之间的激烈竞争对上合组

织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造成了一定影响。 西方甚至将上合组织视为“集权国家形

成的集团”，③称其在中亚国家强化了“集权的规范”。④ 尽管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在理

念层面与上合组织形成竞争关系，且美欧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存在误读，但中国

仍坚持包容合作的精神，兼顾传统大国的既得利益与自身日益增长的新利益，使中国

在中亚的整体外交富有韧性。

在欧洲，中国与中东欧 １７国整体合作进展顺利，却引起部分西欧大国的猜疑。 它

们批评中国“挖欧盟的墙角”，通过开展整体合作削弱欧盟的统一性，甚至加剧了“老

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经贸、文化和价值观隔阂。 欧盟甚至主张对中国在中东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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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 ５期，第 １０１页。

陈小鼎、王翠梅：《扩员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第 １２９页。 另可参见王健：《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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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尤其是在非欧盟欧洲国家的投资进行全面审查，评估这些投资项目对欧盟的影

响。① 中国通过各种国际场合重申无意削弱欧盟和北约的影响，更无意分化欧洲；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整体合作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好地帮助

中东欧国家对接西欧的产业链、融入欧盟。

第二，协调“主机制”与“次机制”。 中国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具有多元主体、多

元客体和多元载体性，并在实践中加强统筹与协调。 中国在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框

架外，还参与了其他综合型或议题型合作机制。 如在对地区组织的整体外交中，中国

对阿盟和非盟的整体外交存在交叉性（１０ 个非洲阿拉伯国家是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

合作论坛的双重参与者），中国对欧盟以及中东欧的整体外交也存在交叉性（中东欧

国家中有 １２个欧盟成员国）。

中国对地区组织的整体外交较好地处理了“主机制”与“次机制”的相互交叉关

系。 如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与中日韩（１０＋

３）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首脑及部长级会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

域环境合作机制、“１０＋３”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禁毒行动计划、中老缅泰禁毒合作机制等。② 澜湄合作、中国—中南半岛

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与东盟陆上国家开展的次区域合作。 在中国与南盟整体合作下，

还存在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尼泊尔—印度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次区域合

作机制。

为防止多边机制功能重叠，中国倾向选择某一领域进行重点合作以取得突破，从

而形成示范效应。 中国的整体外交不是“大而全、功能重叠”的机制集合体，而是若干

“专而精、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多元机制。③ 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积极利用现有合作

平台，避免另起炉灶、建立新论坛和博览会等同质化的合作平台。 通过开展多层次的

整体外交，中国希望在更高层次上建立更大范围的泛区域组织和区域论坛，如中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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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松：《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态度、行为与成效》，载《国际观察》，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６ 页。 在中亚地
区，除上合组织外，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亚安全与合作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会议以及伊赛克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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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促进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上述地区主要经济体签订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弥补因美国全球战略收缩而出现的公共产品赤字。① 同时中

国努力促成各种机制错位发展。 中亚是上合组织的地理中心，中国积极防止该组织
“议题泛化”趋势，消除中亚成员国对中亚中心地位被弱化的担忧。② 随着印巴加入上

合组织以及随着未来更多的欧亚国家加入该组织，中国对中亚的整体外交也将面临各
种多边机制。

各种机制相互交错，固然有重复低效、供大于求的潜在问题，但是这些多边机制并
不会相互稀释，更不会降低中国整体外交的效率。 实际上，“主机制”与“次机制”相互
协调，避免了任何大国垄断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小国对大国的依附性，使地区国家
的关系更加均衡。 如在非洲，非盟认可的次地区组织主要有八个：阿拉伯马格里布联
盟（ＵＭＡ）、东南非共同市场（ＣＯＭＥＳＡ）、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ＣＥＮ⁃ＳＡＤ）、东
非共同体（ＥＡＣ）、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ＥＣＣＡ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ＥＣＯＷＡＳ）、
政府间开发局（ＩＧＡＤＡ）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ＳＡＤＣ）。③ 中国除与非盟整体合作

外，还与这些次区域组织加强合作，使主机制与次机制相互配合和补充，形成多层级、
立体化的整体外交架构。

在拉美地区，除拉共体外，还有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玻利
瓦尔联盟、加勒比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太平洋联盟等一系列次区域组织，也促进
了中国与拉共体的整体合作。 地区组织过多、功能相似甚至相互重合并未降低中国在
拉共体整体外交的绩效，也不会使分论坛和次机制“空心化”。 在维护好中拉论坛框
架下整体合作的同时，中国还密切关注次地区组织之间的互动趋势，与加勒比共同体、
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进行有效沟通，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及南美
国家联盟等服务拉美发展的国际机构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避免中拉整体合作过度依
赖拉共体而产生的脆弱性。④ 故在中国的整体外交中，次机制可以配合主机制，二者
有分有合、相得益彰。

第三，整合多边与双边合作。 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合作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
这是因为，中国有较为统一的对地区组织政策，而地区组织受限于内部复杂关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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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对华无统一政策，导致在整体合作中“中方热、对方冷” “双边热、多边冷” “强国

热、弱国冷”。 中国的整体外交并不意味着中国绝对重多边、轻双边，而是根据地区

国家一体化成熟程度和各方对多边合作的期望值大小，选择灵活的“多边＋双边”

混合形式。

在多边合作层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建立利益共同体，从而为安全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 中国的整体外交倡导一种包容性地区主义，不涉及多方

之间的核心主权让渡。 在多边机制建设中，中国主张“协商一致”，有助于成员国找

到合作的最大公分母，达成原则性共识。 中国偏好在多边谈判中形成“软法”，主要

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不必然产生和平效应，有些区域组织未能通过机会成

本机制提高成员国的收益预期，高层互动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信息沟通和冲突管

理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很大制约。① 同时，在一体化较为成熟的地区，中国在保持适度

与各方舒适度的基础上，以“小步前进”的方式，探讨哪些问题可以适用协商一致的决

策原则，哪些问题不适用该原则，②以期整体外交取得实质进步，避免整体外交一直停

留在浅层次。

在多边机制达成合作原则与签订合作成果后，中国倾向于在双边层面谈落实，

不给地区国家群体内部极个别“搅局者”与“消极者”提供机会主义空间。 地区国家

对集体合作的态度和立场不完全一样，有些国家积极主动，有些国家则存在一定的

消极和被动性，中国在双边层面优先考虑有合作能力与意愿的国家。 如在中阿合作

论坛多边机制下，中阿双方先围绕核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达成多边合作协议，再

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讨论如何在双边层面加强发展战略的对接和协议

的落实。

第四，平衡整体与个体利益。 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有助于现代主权国

家体系的巩固。 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中国可以在对外政策过程中利用集群优

势，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官方热、民间冷”。 过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对象国群

体中，民间和社会力量对整体合作的参与度都很有限，地方、企业、民间社团、高校和

智库常常成为“看客”，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未充分调动起来。 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

中国外交面临若干挑战，根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体轻个体，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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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素质。①

在新时代的整体外交过程中，中国利用制度优势，政府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制度建
设（主要是部委牵头）、金融工具（多是国有金融机构融资）、投资项目（多数是国企投
资）以及政策规划与纲要（多是政府间合作推动）等，吸引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其中。②

未来，随着中国整体外交走向成熟，中国将在计划与市场、官方与民间之间做好平衡，
让市场和民间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避免市场和企业活动的无序化。

处理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是一门艺术，避免条块分割、加强部门间协调是关键。 中
国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但并不意味着“中央集中统一管
理”，更不意味着“中央集中统一执行”。 中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重大战略，具体执行
需要靠各职能部门、社会和企业在执行政策时避免因责权不明而相互掣肘，导致“九
龙治水”、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局面。

整体外交强调集中、集体和“上下齐动”，有助于在外事工作中形成合力，通过兼
顾部门利益，调动各部委和地方的积极性。 由于整体外交的决策权在上一级，容易造
成对外政策“一刀切”，导致纠错能力不足，故中国的整体外交通过制度设计预防个别
部门垄断信息和资源、“唯上不唯下”，预防整体外交的优势变成劣势。 中国的整体外
交，既从整体利益出发，又充分调动部门、企业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大胆创
新，彰显中国外交强大的动员能力。

第五，融合中国价值与世界共同价值。 西方大国在开展整体合作过程中提出
了各种理念，如在中东欧与北欧地区，日本打着“民主联盟”的旗号，积极推进“Ｖ４＋

日本”（Ｖ４ 又称中欧四国，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北欧—波罗的海八
国＋日本”以及“古阿姆国家＋日本” （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日
本）等合作，通过首脑峰会、部长会议、政治高层对话（副部级）等一系列合作机制
来推进价值观外交、政治民主化、安全合作和高技术合作等。③ 美国在提供国际公

共产品的同时，也将其自由民主理念、国内规则和制度等推向全球，强制中小国家
“上车” ，将中小国家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与中国提出的“五不原则” （不干预非
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
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形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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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①

中国对地区国家群体的整体外交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结伴不
结盟”“综合治理”“新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开放的地区主义”“正确义利观”“以

发展促和平”“上海精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文明互鉴”等理念。 中国在开展整体
外交过程中，利用国际舞台阐释中国的价值观念，强调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整体合作理

念有相通之处（如发展和平论）。 中国借鉴吸收美、欧、俄、日、印等和联合国整体合作
理念中的积极元素，发出共同倡议，维护世界“共同价值”，②建立大国协调关系，探索

“中国＋地区国家群体＋第三方”合作模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他大国的和平
与发展理念相契合。

因此，在整体外交实践中，中国奉行不结盟、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政策，有助于中国与地区国家、次区域组织以及跨区域组织开展整体合作，建立立体多

维、包容互鉴的多边合作关系网，使各种平台相互支撑、彼此配合，构成中国特色整体
外交体系，支撑具有更大张力、覆盖范围更广甚至没有明确地理范围的泛一体化合作

平台———“一带一路”。③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较好地处理了上述五组关系，促进外
交工作的统筹与协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涉疆法案”后，全国人大、政

协、外交部、国家反恐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几乎同一时间
发表声明予以谴责；上合组织、东盟、非盟、阿盟等地区组织和主要国家宣布支持中国

在新疆的去极端化措施，实现了各部委相互借力、内政与外交相统筹、主权利益与发展
利益齐头并进的整体外交目标。

六　 结论

整体外交是中国外交成长的集中体现。 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
海外利益的拓展提高了中国外交建章立制的能力———从双边走向多边、从规则的适应

者到规则的制定者、从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到全球综合治理的倡议者、从传统的单兵作
战到各部门齐头并进。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中国比其他大国更偏好整体合作并实现全球覆盖，这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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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决定的。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对地区国家开展整体外交具有“举国体制”的优
势。 在应对国内重大公共危机过程中，如 ２００３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非
典”）、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和 ２０２０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垂直管理、齐头并进等都彰
显了强大的制度优势。 ２０１４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２０１８ 年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为新时代中国开展整体外交做好了决策机制准备；外交
部、商务部、中联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等各部门相互协
调、积极配合，提高了中国外交的规划能力、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 中央对外交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能力加强，各部委着眼于“大外交”和“大外事”，在对外工作中注重统筹
协调，为建立以中国为一方、以地区国家群体为另一方的整体合作关系提供了制度
保障。

第二，尽管区域一体化程度参差不齐，但是中国从宏观视野出发，认为经济全
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中国认为，只有坚持多边主
义和区域一体化，敞开大门开放合作，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受益。 中国和 ９ 个地区
国家群体均支持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
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① 地区国家强化集体认同以及

地区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为中国以区域组织为抓手创
建平台、开展整体外交提供了外部条件。 当前，在地区主义与民粹主义共存、多边主
义和单边主义并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进的新时代，国际社会形成网状的多
元关系，国家间关系需要在众多议题中重新定位。 在国际体系转型、地区组织分化
组合、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大变局下，中国对地区主义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中国
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有助于地区组织增强共同体意识，减少不确定性，消解国际
安全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国际关系
的社会化。

第三，中国的整体外交彰显务实主义，从实践经验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进行
分类管理。 中国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地区一体化程度、地区国家对中国维护主权利益
的重要程度、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以及利益攸关大国与中国的战略稳定程度，采取灵
活务实、具有差别化的整体合作模式。 中国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推动了中国外交朝
系统化、立体化方向发展，提升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机制化水平和外交效率，巩
固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承诺和战略保证，促进了中国与它们全面、整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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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①

第四，中国在整体外交中善于创建新的合作机制，实现机制统筹。 中国在对外工

作中使用好“组合拳”，克服了单个涉外部门资源配置不足、影响力有限的问题，能够

调动中央和地方、国内和驻外机构、官方和民间等一切积极力量。 如前所述，中国外交

决策机制的统一和集中，如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新机制，为中国开展对地区国家的整

体外交奠定了机制基础。 中国以领导人会议和论坛为平台，突破原有的国与国之间的

合作模式，促进了双方合作机制的对接。

总之，中国的整体外交无意建立排他性集团或开展地缘政治博弈，更无意主张中

国版本的“门罗主义”，而是从“合而治之”的理念出发，通过整合多元主体、多元客体、

多元载体和多元目标来促进多边合作关系，带动地区主义的发展和集体身份的重构。

中国的整体外交旨在通过“顺势而为”和“有所作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实

现中国与地区国家的相互保证，消除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因素，推动地区一体化进

程，这与其他大国固守“后院”思维、垄断公共产品供给、建立“中心—边缘”的依附

关系、奉行“分而治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特色整体外交的稳步推进，有助于

地区中小国家实现联合自强，摆脱对传统大国单方面援助与发展路径依赖；带动其

他大国和中国一道在地区组织框架下与中小国家群体建立平等对话与对等合作机

制，从单一的霸权治理模式转向网络化全球共同治理模式，建设更加均衡的多极

世界。

（截稿：２０２０年 ３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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